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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验法则是在一般性确定性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般性法则， 具有高度盖然性， 与逻辑规则、
推定与司法认知等一起， 构成审判者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方式体系。 经验法则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贯穿于

实体法事实与诉讼证明的多个方面， 既包括对犯罪构成、 刑罚适用问题的审查判断， 也包括对证据的甄别

与判断。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由于被告人已作有罪供述， 经验法则虽然在运用范围上受到自然限缩， 却呈

现出一个独特形态， 实际形成了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其他证据与有罪供述相印证的证明经验法则。 肯

定这一证明方式的经验法则属性， 有助于实现认罪认罚制度 “发现真实” 与 “诉讼效率” 目的间的平衡。
坚守经验法则的 “高度盖然性” 属性， 要求达到 “基本案件事实清楚” 的证明程度， 实现实质真实。 肯定

侦查、 审查起诉机关从犯罪嫌疑人供述到未知事实的证明路径与简化审判者自由心证的思路， 亦有利于诉

讼效率这一工具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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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刑事诉讼中 “经验法则” 之
界定

　 　 在通过证据认定事实层面， 经验的运用对于

审判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看似有着主观性

较强的意味， 实际上， 对于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

力、 证明力程度高低、 证明单个事实或者全部事

实的证据锁链是否形成以及证明标准是否达到，
由于法律规定难以涵盖所有生活事实， 以及自由

心证赋予审判者的自由裁量空间， 大前提的缺失

会致使逻辑法则无法适用， 而且， 逻辑法则也仅

能保证推理的有效性， 而非正确性。 因此， 在这

个意义上， 经验作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现象与外

部联系的认识， 能够为审判者认定事实提供依据

与实践视角。
由于经验并不能等同于客观规律， 便有了

“经验” 与 “经验法则” 的区分。 德国学者弗里

德里希·斯坦将经验法则定义为 “一个来源于

一般性确定性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一般性法

则” ［１］； 毕玉谦教授将其定义为 “人们在长期生

产、 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

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 并不属于 “不
证自明的公认范畴” ［２］。 因此， “经验” 与 “经
验法则” 的界定标准在于是否具有高度盖然性

或高度确定性。 民事诉讼领域对于经验法则多有

讨论， 不仅涉及经验法则的内涵、 外延与规制等

理论问题， 还涉及具体应用问题， 如 ２００２ 年最

高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６４ 条

中的 “日常生活经验” 是否等同于 “经验法

则”， “彭宇案” 判决书中关于经验法则的论述

曾引发诸多热议［３ － ５］。
刑事诉讼领域中， 对 “经验” 的提及常见

于陪审制度、 证明标准等相关论述中， 而且与

“经验法则” 时常混杂使用， 直接以 “经验法

则” 为主题的研究并不常见。 有学者将经验法

则与逻辑法则并列， 认为其为司法证明过程提供

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双重支持； 有学者虽然

主张需要 “重新认识经验法则”， 实际论述却似

乎偏向 “经验” 而非 “经验法则”； 有学者将司

法裁判中的事实推定分为三类， 最后一类便是法

官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根据经验法则、 公理、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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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进行的， 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未归纳

总结的事实推定［６ － ８］。 曾引发学界诸多讨论的

“印证” 证明方式， 实际也是一种经验法则。 印

证证明方式通过主要信息内容的相互支持， 具有

可靠性、 易把握与可检验性， 符合经验法则

“高度盖然性” 的特征； 汪海燕教授曾从经验法

则的角度为印证证明方式正名， 认为印证本身对

于冤错案件的形成并无直接过错， 甚至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保障证据的证明力， 从而保障案件的实

体公正［９ － １０］。 在法律规范层面， ２０１０ 年两高三

部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 明确肯定了 “经验规则” 在司法推理

中的价值， 第 ５ 条第 ２ 款规定 “证据确实、 充分

是指： …… （五） 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

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 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

一结论”， 此处的 “经验规则” 与 “经验法则”
别无二异。 但是， 最高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以下简称 “最
高法 《解释》”） 第 １４０ 条所规定的运用间接证

据推理时需要满足的 “符合逻辑和经验” 条件

中的 “经验”， 则更偏向通常社会常识， 而非

“经验法则”。
概而言之， 在刑事诉讼中， 经验法则与逻辑

法则等一起成为审判者认定事实的制约， 而一般

性的生活经验、 常识， 如被告人的品行证据与犯

罪事实之间、 检察机关起诉与被判处罪刑之间虽

然存在一定联系， 但仍然可以被推翻， 不具备高

度盖然性基础， 极易令审判者先入为主， 产生一

种错误的 “使命感”， 从而轻易将事实认定往有

罪方向考虑［１１］， 需要慎重使用。 因此， 经验与

经验法则间的界限需要明晰， 不能发生混用， 如

使用 “经验” 来代替 “经验法则”， 冤案的发生

则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 经验法则也不等同于法

律推定， 尽管众多法律推定是对经验或逻辑背后

不成文 “潜规则” 的归纳与整理， 如两高一部

《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 中关于认定毒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主
观明知” 的规定， 但法律推定本质上是在一般

证明方法无效时， 最后才可以采用的一种证明方

法， 经验法则则是审判者认定事实的一种常用方

法［１２］１５１， 并非 “最后的救济” 或者 “最后一

招” ［１３］。 事实推定与经验法则亦不能等同， 虽然

事实推定中已知的基础事实往往可以根据一定经

验法则而得出［１２］１５１， 但经验法则仅能作为事实

推定的方法之一， 而非同质项。 由此， ２０１８ 年

最高院 《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

指导意见》 第 ４ 条规定： “裁判文书中对证据的

认定， 应当结合诉讼各方举证质证以及法庭调查

核实证据等情况， 根据证据规则， 运用逻辑推理

和经验法则， 必要时使用推定和司法认知等方

法， 围绕证据的关联性、 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全

面、 客观、 公正的审查判断， 阐明证据采纳和采

信的理由。” 这一规定将经验法则与逻辑推理、
推定、 司法认知并列， 界限清晰， 而且没有使用

“经验” 的表述， 回归了高度盖然性意义上的

“经验法则”。

　 　 二、 认罪认罚案件中 “经验法则”
运用基础及特殊性

　 　 （一） “经验法则” 在刑事案件中的一般

运用体系

民事诉讼所采取的优势证明标准， 为审判者

运用经验、 经验法则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有学者

指出， 经验法则在司法上的运用主要有以下情

形： 当一方当事人无法提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为

其所主张的事实或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

实主张时， 法官可结合相关经验法则对待证事实

做出判断； 当法官通过当事人一方提供的证据认

为足以对有关待证事实获得内心确信时， 相应的

经验法则便不能确切地体现其证明价值与分

量［１４］。 相较而言， 我国刑事诉讼坚持 “事实清

楚， 证据确实、 充分” 的证明标准， 作为 “证
据确实、 充分” 条件之一的 “排除合理怀疑”，
也必须达到结论唯一性的程度， 上述经验法则的

运用情形在刑事诉讼中并不能够完全适用。 如若

检察机关无法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审判

者必然不可仅根据相关经验法则认定被告人有

罪； 如若检察机关无法提出足够证据证明被告人

有罪， 即便辅之以经验法则， 也需要达到 “事
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的程度， 否则依照

罪疑从轻、 疑罪从无原则， 自然不得对有罪事实

做出判断。 有时经验法则并不能够体现其价值，
这一点在刑民事诉讼中是通用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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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有学者主张将刑事诉讼中经验法则运

用的情形进行细分， 从定性运用上讲， 经验法则

的运用被区分为正向运用与反向排除两种； 从主

观认定与具体证据上讲， 经验法则又常被运用于

主观认定与孤立证据的判断之中， 其中， 孤立证

据又包括 “一对一” 证据与 “消亡” 证据［１５］。
但是， 上述分类仍是碎片化的， 正向运用与反向

排除看似合理， 却难以展开细节讨论， 因为经验

法则的运用往往是双向的， 尤其是正向运用要受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所限； 主观认定与客观违法是

相对应的， 客观违法事实是否成立也需要运用经

验法则， 如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间界限判定的问

题， 虽然表象均为借贷关系成立， 但民间借贷的

借款范围相对较窄， 而且借款的目的也多为正常

的生产、 经营、 生活； 对 “孤立证据” 进行审

查时， 经验法则的运用通常是必备的， 但如何使

用 “孤立证据” “间接证据” 构成完整的证据锁

链， 仍然需要经验法则。 因此， 对于刑事诉讼中

经验法则的运用， 应当从更加体系的角度进行

梳理。
从刑法犯罪与刑罚的体系来看， 经验法则既

可以运用于犯罪构成的多个方面， 也可以运用于

刑罚裁量的过程中。 依照两阶层理论， 是否构成

犯罪需要遵照违法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阻却事由） →责任要件 （责任要件符合

性 ＋责任阻却事由） 的路径［１６］。 对于违法构成

要件， 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与违法

阻却事由经常需要运用经验法则。 例如在穆志祥

被控过失致人死亡一案中［１７］， 依照经验法则，
农用三轮车违规超高 ３５ ｃｍ 有导致交通事故的可

能， 但却不会致使乘车人触电死亡， 因而被告人

改装车辆的行为就与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

系。 经验法则又常用于判断构成正当防卫必要条

件的 “不法侵害正在发生” 是否存在， 如周文

友故意杀人案①。 对于责任要件， 经验法则也可

运用于其中， 例如在余金平交通肇事一案中， 二

审法院在认定余金平在案发时是否明知发生交通

事故且撞人的问题上， 便使用了经验模拟的方

法②。 在刑罚裁量的过程中， 经验法则的运用较

多， 于欢案便是较为典型的关于防卫过当的认

定。 杜某等人的意图是通过施加压力以催讨债

务， 实施的是非法拘禁、 拍打面颊等行为； 被告

人也可通过警灯闪烁从而知晓民警并未离开； 在

４ 人被其捅刺后， 杜某一方也没有实施暴力还击

行为。 因此， 被告人面临的不法侵害并不紧迫、
严重， 不构成正当防卫③。

依据刑法体系来适用经验法则具有一定道

理， 但这忽略了刑事程序法的特殊价值。 刑事诉

讼的证明对象既包括实体法事实， 也包括程序法

事实。 根据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 需要证明的实

体法事实与前文所论及的违法构成要件与责任要

件基本重合， 只是逻辑感可能不如后者严密④。
经验法则同样可以运用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之

中， 典型如证据能力的证明问题， 即非法证据排

除问题⑤。 例如， 最高法 《解释》 第 １２３ 条中何

谓 “难以忍受的痛苦”， 则需要辅之经验法则予

以判断。 最高院在分析郑祖文贪污、 受贿、 滥用

职权案时便指出， “一般而言， 仅有言语上的威

胁， 抑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意志自由

的程度是有限的，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经过利益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案中， 愤怒持刀寻找被害人、 特意将女儿送走等行为能够表明被告人在案发前已经流露出欲与被害人打架
的念头， 并做好了准备； 而且， 即便被害人邀约多人前往其家确实对其造成了 “危险”， 但大多数人在面临未知危险
并有条件逃避时多会选择逃避， 而被告人不仅不在家中躲藏或悄悄溜走， 反而在实害尚未发生时， 积极主动参与斗
殴。 由此， 本案中 “不法侵害正在发生” 这一条件并不成立。 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第二庭． 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 ４６ 辑 ［Ｍ］．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３４ － ３６。

参见 （２０１９） 京 ０１ 刑终 ６２８ 号判决书。
参见 （２０１７） 鲁刑终 １５１ 号判决书。
需要证明的实体法事实具体包括犯罪行为的情况， 犯罪实施者是谁以及是否达到责任年龄、 有无责任能力，

被告人的罪过情况以及犯罪的目的、 动机， 犯罪的结果， 犯罪后的表现， 是否存在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以及其他影
响被告人罪责轻重的犯罪情况 ７ 个方面的内容。 参见： 陈光中． 证据法学 ［Ｍ］．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２８９ －
２９３。

除此之外， 管辖权、 回避、 强制措施适用情况、 诉讼期间延长事实、 违反法定诉讼程序事实、 执行事实、 当
事人申诉理由事实问题的证明， 由于法条规定的相对明确， 较少涉及经验法则的运用。 参见： 陈光中． 证据法学
［Ｍ］．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 ２８９ －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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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后觉得供述比抵抗对自己更有利而交待犯罪

事实， 则其供述虚假可能性比刑讯逼供取得的要

小。 但是， 如果威胁的方法超出一定的度， 如严

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 或者以法律禁

止的方法、 以社会道德难以容忍的方式进行威

胁， 则应当认定威胁达到严重程度， 属于 ‘其
他使被告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的方法’， 应当予

以排除” ［１８］。
综上所述， 经验法则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可

通过图 １ 加以说明， 左侧为依照犯罪与刑罚体系

所列举的经验法则可以运用于其中的实体法事

实， 右侧展现了经验法则如何具体运用于刑事诉

讼证明环节之中。 就实体法事实而言， 由于犯罪

对象、 结果的可视性与可评估性， 很少涉及经验

法则的运用， 因此并未列出。 在犯罪构成的主观

层面， 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通常需要用

到骨龄鉴定、 精神病鉴定等方法， 虽然鉴定同样

具有 “高度盖然性” 的特征， 但审判者也仅能

对此 “采用或者不采用”， 不属于经验法则， 因

而在此经验法则的运用只涉及对物证、 书证、 被

告人供述、 证人证言等的审查判断。 案件事实的

还原是从已知事实到未知事实， 再综合全案得出

案件事实的过程， 经验法则通过证据发挥了甄

别、 判断作用， 既可以运用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之

中， 也可以运用于单个证据的判断中， 也可以运

用于多个证据间的综合判断之中。

犯罪

客观

主观

刑罚

已知事实

未知事实

诉讼证明

案件事实

证据的非法排除

单个证据的判断

多个证据间的综合判断

1.犯罪行为情况

2.因果关系

3.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被害人承诺的判断

1.主观故意、过失

2.责任能力的判断（被告

人的供述、证人证言、

物证、书证等）

法定量刑情节的判断：未遂、防卫
过当等

量刑情节的自由裁量：被告人犯罪的

目的、动机、犯罪后的表现等

图 １　 经验法则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示意图

　 　 （二） 认罪认罚案件中 “经验法则” 运用的

特殊性

虽然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没有降低， 但

由于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 审判者

认定案件事实时的证明方式发生了变化， 有学者

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认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并没有降低， 但在

证明模式和方法上， 可适用自由证明的方法， 以

提高诉讼的效率［１９］。 其实， 经验法则也能从另

一角度反映认罪认罚案件证明对象与证明方式的

变化。
以图 １ 所示的经验法则在普通刑事案件中的

运用为参照系， 认罪认罚案件中经验法则的运用

呈现出了 ３ 项特征： （１） 经验法则的运用范围

自然地受到了限缩。 例如， 关于违法阻却事由的

证明， 由于被告人已经认罪， 一般不存在正当防

卫、 紧急避险的争议， 自然便无经验法则施展的

空间。 再如， 被告人主观责任的认定问题， 由于

３２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５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被告人已经认罪， 就其主观故意、 过失的认定比

较直接， 也较少运用 “理性人” 经验模拟等方

法； 对于被告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的判断也是如

此， 由于责任能力涉及是否构成犯罪， 是否减

轻、 免除处罚， 既然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 前文

穿插于物证、 书证、 被告人供述、 证人证言审查

判断中的经验法则也大概率不会派上用场， 如果

辅之经验法则得出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的结论，
因为被告人 “免罚”， 认罪认罚案件的前提便也

不再存在。 而且，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非法证据

排除也几乎没有给予经验法则施展的空间， 由于

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反悔的比例较低， 一旦就其供

述系非法所得提出排除申请， 认罪认罚的合法性

将必然受到影响， 不仅认罪认罚可能不能成立，
甚至可能转换程序， 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２） 由于被告人已经认罪， 量刑问题得到凸显，
有时甚至会成为案件审理中的 “唯一” 争论点，
因而经验法则在量刑裁量上的运用仍然保持着一

定的活跃度。 如作为量刑裁量因素的被害人过

错， 便需要运用经验法则对被害人具体行为是否

具有 “过错” 进行综合判断。 （３） 区别于图 １
中未知事实→已知事实→案件事实的证明路径，
经验法则在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中形成了新的形

态。 由于多数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便已认罪，
侦查路径多为犯罪嫌疑人供述→已知事实→案件

事实， 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明亦是如此， 只是为了

达到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的程度，
不能仅仅依据犯罪嫌疑人供述直接推出已知事实

与案件事实， 还需要其他证据予以印证。 因此，
对于审判者而言， 实际形成了以审查认罪认罚自

愿性、 真实性、 合法性为中心的经验法则， 如果

被告人对其认罪认罚明知明智， 在确定其口供真

实性、 关联性、 合法性的基础之上， 再辅之以相

印证的其他证据， 合理怀疑便基本可以排除。

　 　 三、 “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经验法则之形成与运用

　 　 前文论及了经验法则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运用

的 ３ 个特征， 即运用范围的限缩， 在量刑裁量上

仍然具有可适用性以及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其他证据与有罪供述相印证的证明经验法则。 其

中， 经验法则运用范围的限缩与在量刑裁量上的

运用已结合具体事实做出论述， 不再作赘述。 对

于 “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的经验法则， 前

文仅从诉讼证明角度对这一证明方式进行了说

明， 即在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 真实性、 合法性

的基础之上， 通过其他证据与有罪供述相印证的

方法， 发现案件真相。 之所以将这一证明方式称

作经验法则， 甚至将其作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经验

法则的突出特征， 而非 “口供中心主义”， 是因

为这一方式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具有经验法则

“高度盖然性” 的特征， 而非一般生活经验或审

判偏见。 以下， 便就认罪认罚案件中 “以审查

有罪供述为中心” 证明方式的 “经验法则” 属

性展开论述， 在此基础之上， 这一经验法则又包

括两方面内容： （１） 审判者审查有罪供述的自

愿性、 真实性、 合法性时， 仍然需要运用到经验

法则。 （２） 成为经验法则的对有罪供述的印证

证明的具体内涵与运用。
（一） “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证明方式

的经验法则属性

“口供中心主义” 是以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的口供为坐标原点， 寻求能够印证口供的其他证

据， 排斥与口供相异的其他证据的证据印证体

系［２０］。 由于口供的获取在这一证明体系中是必须

的， 当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不愿做出有罪供述时，
对刑讯逼供的默许成为常态， 从而与冤假错案的

发生具有极大相关性。 本研究并非对 “口供中心

主义” 表示赞同， 而是欲引出这一概念背后的口

供经验性基础。 基于理性人趋利避害的天性与一

般不会自我归罪的常识， 口供的确具有一定的可

靠性， 尤其是在无罪推定、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正当程序等现代刑事诉讼原则的保障下， 口供的

可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有学者指出， 如果犯罪

嫌疑人自愿供述有罪， 则这种供述极有可能是真

实的， 只要有一定的证据佐证其真实性即可［２１］。
也正是基于口供可靠性特征与对诉讼效率的考量，
美国司法赋予了认罪供述以高度证明力， 如若被

告人进行有罪答辩， 法院在审查被告人的认罪确

属自愿后， 对认罪事实基础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ｂａｓｉｓ） 进行

确认即可。 数据也显示，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地区法院定罪并施以量刑的被告人数量为

８０ ３８７ 人， 其中有 ７８ ７３４ 人是通过辩诉交易的方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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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被定罪量刑的， 占比高达 ９７􀆰 ９４％ ［２２］。
然而， 即便口供具有可靠性， 也仅是一种经

验， 存在一定的概率误差， 无法达到 “高度盖

然性” 的程度， 不能够与经验法则相提并论。
我国学者在批评 “口供中心主义” 时， 便经常

从有罪偏见、 依赖口供、 真假难辨、 证据不足、
刑讯逼供等角度展开［２３］。 德国学者在批评协商

而得的供述所拥有的证明力时， 也指出法庭往往

不经批判性检验， 只依据极其 “单薄” 的供述

作出判决［２４］。 但是， 上述质疑均是在过分倚重

口供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研究所表述的 “以审

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的证明方式， 既建立在口

供可靠性的基础之上， 并充分审查被告人认罪认

罚的自愿性、 真实性、 合法性； 又不同于 “口
供中心主义” 那般排斥与口供相异的其他证据，
而是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明知明智性得到确认的

前提下， 采用的一种更易操作、 效率更高的证明

方法， 即以被告人有罪供述为圆心， 确认其他证

据是否与该有罪供述相印证， 从而达到案件事实

清楚的程度。 这并非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一种

证明规则， 而是基于认罪认罚案件案情、 证据较

为简单且反悔率低而做出的一种经验选择。 而

且， 经验法则虽然具有 “高度盖然性” 的特征，
但并非百分之百准确， 实践证明， ２０２０ 年全年

认罪认罚案件的一审服判率超过 ９５％ ［２５］， 上诉

原因也多为技术性上诉或单纯对所获量刑不满，
可见这种证明方式与冤假错案的关联程度也极

低。 综上， “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的证明方

式可以被称之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经验法则。
（二） “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经验法则的

具体运用

１． 经验法则在审查有罪供述自愿性、 真实

性中的运用。 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真

实性、 合法性而言， 合法性的判断由于有明确的

法律规定， 不涉及经验法则的适用。 两高三部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 第 ３９ 条第 １ 款便规

定， 庭审对具结书内容合法性的核实内容包括检

察机关、 公安机关是否履行告知义务并听取意见

以及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是否与检察机关进行沟

通并在场见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等。
但是， 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 真实性

的判断， 尽管在大多数判决书中， 仅以一句

“被告人在开庭审理时无异议” 作概括说明， 但

实际上却不可避免地涉及经验与经验法则的使

用。 两高三部 《认罪认罚从宽指导意见》 第 ３９
条第 １ 款规定， 庭审应当重点核实： 被告人是否

自愿认罪认罚， 有无因受到暴力、 威胁、 引诱而

违背意愿认罪认罚； 被告人认罪认罚时的认知能

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 被告人是否理解认罪认

罚的性质和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其中的 “是
否威胁、 引诱” “认知能力和精神状态是否正

常”， 以及作为真实性基础的 “供述的犯罪情节

是否可以成立” 均需要审判者结合经验与相关

的经验法则予以判断。 经验与经验法则是审判者

判断口供真伪的重要方法， 如果被告人供述的作

案情节明显不符合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 或按

经验法则来推理被告人不太可能有作案时间、 条

件、 能力等情形， 则说明口供存在虚假的可能

性［２６］。 最高法 《解释》 第 ９３ 条所规定的 “被
告人的供述是否前后一致， 有无反复以及出现反

复的原因” 便是一项常用的经验法则。
２． 以有罪供述为中心的印证经验法则。 由

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其认罪认罚是否能够成立

的载体， 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自然会围绕该有罪

供述进行。 但是， 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明方式的固

有缺陷在于， 如若被告人一旦翻供， 证明进程将

严重受阻。 由此， 审判者不仅需要从被告人对认

罪后果的认知能力并结合案件证据等方面进行审

查， 确保被告人明知法律后果、 自愿接受处罚，
自由选择程序［２７］； 更要确认是否有其他证据与

该有罪供述相印证， 而且对相印证的证据应当有

所要求， 不能简单使用单一间接证据来印证， 此

即以有罪供述为中心的印证经验法则。 这一印证

经验法则不单纯等同于口供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

规则是指当仅根据口供形成心证时， 必须有证据

予以补强， 而且该补强证据需要独立于被补强的

口供［２８］， 而该经验法则并不强调心证的形成仅

依靠口供， 而是以口供为中心， 判断其他证据是

否与口供的细节相对应， 其中虽然有实质口供补

强的效果， 但意不在此。 这一印证经验法则也不

等同于最高法 《解释》 第 ２７８ 条第 １ 款 “在确

认被告人了解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 自

愿认罪且知悉认罪的法律后果后， 法庭调查可以

主要围绕量刑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 的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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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前者强调的是对全案事实的诉讼证明， 而后

者强调的则是对无异议证据的法庭调查程序的简

化处理。
以有罪供述为中心的印证经验法则在认罪认

罚案件的判决书中明显得到了体现， 如朱玉磷盗

窃案中， 在对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与被告人签署具

结书的情况进行表述之后， 判决书写道： “上述

事实， 被告人朱玉磷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

议， 并有被害人周某的陈述、 价格鉴定报告书、
到案经过以及被告人的身份信息、 前科材料等证

据证实， 足以认定。”① 在实际庭审过程中， 在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之后， 审判者也会反复确认被

告人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如果被告人表示自愿认

罪认罚， 审判者便会就其他证据反映的细节问题

对被告人进行发问， 从而达到印证的效果。 例

如，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 审判者会经常讯问被告

人案发时间、 赔偿金额， 审查是否与监控录像显

示时间、 尸检报告以及和解协议书等相一致。
由于 “经验法则” 具有一定的容错率， 故其

他证据对有罪供述进行印证所能够达到的证明程

度， 可能会与 “全部案件事实清楚” 有所差距。
有学者指出， 在实体性事实的证明中， 由于有

“引起合理怀疑” 的证明程度要求， 故此应当采

用 “情理推断” 的证明方法， 即如果能够对自认

之犯罪事实进行不违背常理的解释， 即可以宣告

实现证明［２９］。 还有学者指出， 对于可能判处 ３ 年

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案件， 在供述自愿性得

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 承认口供的核心地位， 只

要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担保口供真实性， 即可进行

整体认定， 不必要求对口供全方位印证［３０］。 在认

罪案件诉讼程序中， 如果被告人在审前就自愿认

罪， 没有翻供， 有罪供述比较稳定， 且有证据对

口供的真实性进行印证， 法官即可 “推定” 该口

供得到印证或者补强［３１］。 基于认罪认罚案件较为

简单清晰的案情以及制度确立之初的诉讼效率目

的， 以有罪供述为中心的印证经验法则必须要坚

守的一点是： 至少能够达到 “基本案件事实清

楚” 的程度。 如若违背常理或明显存在证据不相

印证之处， 该经验法则便坚决不能使用。

　 　 四、 余论： 经验法则之于认罪认罚
制度的意义

　 　 经验法则与逻辑规则、 推定与司法认知等一

起构成了审判者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方式体系，
虽然对刑事诉讼中经验法则的运用作系统的研究

较少， 但经验法则实际贯穿于实体法事实与诉讼

证明的多个方面， 既有助于对犯罪构成、 刑罚适

用上的问题进行审查判断， 亦可通过证据发挥甄

别、 判断作用， 从而有助于快速还原案件事实。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 由于被告人已经作出有罪供

述， 经验法则的运用范围自然受到了限缩， 但仍

可正常运用于刑罚裁量的过程之中， 例如在被害

人是否具有过错的审查问题上。 最为重要的是，
经验法则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运用呈现出了一个

独特形态， 实际形成了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
其他证据与有罪供述相印证的证明经验法则。

肯定认罪认罚案件中 “以审查有罪供述为

中心” 证明方式的 “经验法则” 属性， 既赋予

了司法实践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惯常采用的证明方

式在理论上的正当性， 又未明显降低刑事案件的

实质证明标准， 有助于我们在认罪认罚制度

“发现真实” 与 “诉讼效率” 目的之间找寻平

衡。 以审查有罪供述为中心的经验法则在本质上

是一种证明方式， 是基于认罪认罚案件案情特征

的经验选择。 而且， 这一经验法则不同于作为经

验使用的 “口供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服判率高

极易造成两者的混淆使用， 因而必须要坚守经验

法则的 “高度盖然性” 属性。 由此， 以审查有

罪供述为中心的经验法则要求至少能够达到

“基本案件事实清楚” 的证明程度， 这是认罪认

罚制度发现 “实质真实” 之要求。 但是， 这一

６２

① 参见 （２０２０） 京 ０１０５ 刑初 ２５１２ 号判决书。 再如， 娄武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一案， 判决书写道： “上述
事实， 被告人娄武胜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 且有证人谷某、 黄某、 褚某等人的证言， 受案登记表， 立案决定书，
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微信交易明细， 手机鉴定意见， 扣押笔录， 到案经过等证据证
实， 足以认定”， 参见 （２０２１） 京 ０１０５ 刑初 ８７６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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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法则同时给予了认罪认罚制度提高诉讼效率

的空间， 由于这一制度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认罪， 认可此种证明方式， 既肯定了侦查机

关、 审查起诉机关从犯罪嫌疑人供述→未知事实

的证明路径， 也简化了审判者自由心证的思路，
从而有利于诉讼效率这一工具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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